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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二战后的跨国数据样本，讨论了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政府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国的殖民地历史经历、禀赋结构、和外部的国际环境均会影响政府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策选择，进而影响了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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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governmental elites in post-World War II er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ideology, and in turn their impact o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suggest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once being a colony, endow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would have an effect in shaping governmental ideology, and in turn policy choice by government. This would further affect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Keywords: Ideology,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Colony, Industrialization
JEL: P00, P50, P51
1、 导言
在制度与增长的理论文献中，制度的重要性和内生性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一般认为，制度之所以阻碍经济发展，即不能按照技术进步的要求来产生变化，往往是由于利益集团的作用。然而，历史的演进过程是复杂的，人的行为往往既受到现实利益结构的影响，又会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禀赋结构或者历史条件往往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来影响制度结构的选择。在本文中，作者在更广泛的时间和地理范围内分析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笔者认为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采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受到两个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一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否是压榨性的。显然，如果殖民地独立之前（二战之前）奉行的是长期建设性的制度安排，那么独立后殖民地国家的政府精英就不会在意识形态上仇视或排斥原有的制度安排；相反，如果原殖民地奉行的是短视的、压榨性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制度安排显然会被独立后的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抛弃，并诱导独立后的政府精英寻找其它的制度安排和生产方式。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发展思潮的影响以及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示范效应。 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尤其是那些以非欧洲殖民者为居民主体的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如何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对比的基础上，受当时流行的发展思潮的影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工业化视作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和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最终象征和保证。由于战前资本主义“大萧条”所导致的对自由市场不信任，以及苏联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在二战前后表现出的巨大成就，苏联工业化模式成为非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唯一比较成功并且是可借鉴的模式，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示范作用。对那些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而言，学习或遵循苏联模式，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加快工业化速度就成了自然的最佳选择。
如何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这里借鉴了Lin（2003）的研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可以用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丰裕度对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偏离程度来表征，并进而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对此进行衡量。相对于Chai（1998）的方法，TCI更能够反映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遵循Lin（2003）的方法，以TCI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表征变量。为了进行对比，我们还同时选择了外汇黑市溢价水平和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本文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在二战结束后（1945年）获得独立以及原殖民地的制度安排性质对政府干预经济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在1945－1969年间获得独立，且原有制度安排落后的国家在发展初期（1970年）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普遍更高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消失。我们同时检验了其它几种用来解释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替代性假说，包括资源禀赋、宗教传统以及殖民地历史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各种竞争性假说中，我们的假说，即意识形态会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效果最为明显。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一般性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作用；第三节系统地阐述了二战后新独立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如何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及其程度；第四节是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包括如何衡量意识形态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五节是实证结果和说明；最后是结论。

2、 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一) 制度、政府与经济发展

按照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事前制度安排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比如，政治体制并不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从进步中获利的集团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政治权力。Acemoglu（2003）强调，科斯定理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类似的社会合约并不具有可执行性，监督合约执行的第三方是不存在的。基于这一认识，发展经济学目前形成了两个流行观点：（1）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制度是内生的，且对于一个实际的经济体而言，究竟哪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才构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不确定的（Rodrick, 2003; Sokollof, 2003）；（2）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是非常重要的（Acemoglu，2003）。
既然制度是我们理解经济发展长期绩效的关键，为了解释不同国家何以会形成不同的制度结构。最新的理论进展则倾向于寻找相对于制度选择更加外生的变量，例如从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或更准确地说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解释政府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例如，Sachs和Warner（1997）认为一国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将决定利益集团的寻租机会并诱发政府的制度选择。Shleifer & Vishny（1998）和Barro & Mccleary（2002, 2003）遵循韦伯（Weber, 1905）的思路，强调法律和宗教传统对制度绩效的作用。比较有影响的是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AJR, 2001; 2002)的研究，他们认为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结构取决于殖民者所在殖民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如果殖民地（对欧洲人而言）自然环境恶劣（例如容易引发水土不服和各种疾病），那么欧洲殖民者就无法向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移民，从而倾向于在殖民地建立非建设性的、压榨性的制度，建立殖民制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得租金而不是为了殖民地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人口密度也通过两个渠道直接和间接影响殖民者是否会大规模向殖民地移民。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向那些人口密度较小的殖民地移民，从而容易在这些地方占据人口优势；另外，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容易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甚至奴隶来为它们提供各种劳务，例如开矿、建立种植园等等，或者通过奴隶贸易大发横财。这样，在人口密度高的殖民地，压榨性的殖民制度更容易建立起来。而在自然环境适宜或人口密度较低的殖民地，欧洲殖民者通过大量移民而最终在人口上占据优势，这样殖民地的制度建设就更会倾向于建立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更准确地说是移植欧洲国家的“先进”制度。他们的实证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其理论假说。那么，一国又是如何摆脱制度的陷阱，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呢？Acemoglu和Robinson（2002）认为，当权者的主动政治变革将取决于内、外部的政治压力，如国际竞争和国内的反抗压力。
（二）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
尽管上述理论或多或少地解释了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内生过程，但是以利益集团分析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一个比较强的隐含假定，即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可以明确计算制度选择对于自身未来利益的影响，或者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如果制度选择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究竟怎样的政策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才最终会对社会发展有益。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低效率被定义成为“修正的科斯定理”（Acemoglu，2003）。

具体而言，现有理论均忽略了两点：一是它们忽略了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对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的影响。正如Simon （1986, pp S210-11）所指出的那样：“……决策者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把现实世界和对现实世界的体验以及推理区分开。”在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完备性和环境不确性，政府可能一开始并不清楚地知道它应该干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导致有效的制度安排或合适的政策体制无法有效建立起来。
例如， Nugent和Sanchez (1993) 发现，非洲的部落制度在人口稀少、干旱和半干旱的欠发达国家，对于减少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非洲国家简单地从当代发达国家地对比中得出这些制度缺乏效率并阻碍了经济发展的结论，因而试图通过各种政策以消除这些制度。由于这些政策时以对当地条件（如干旱）和对某些活动（如放牧）的特定问题的错误理解为基础，因而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政府决策者不仅在对初始条件的认知基础上形成了初始时期的有关现实世界的理念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去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框架，同时也正是在不断的认知和学习（Learning）过程中，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信息和经验，并与过去的知识、信息和经验相结合，才能获得对新的、合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制的判断和选择（North, 1994）。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的制度改革总是必须沿着“试错”的路径前进而无法一步到位。

二是和第一点相联系，它们忽略了意识形态在政府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现象是十分奇怪的，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中并不缺乏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说明，在经济学的话语里，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组世界观或信仰，包括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存社会制度结构的道德评价（North, 1981; Lin, 1998; Chai, 1998）。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既得的社会资本，对于政府而言，它兼具工具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它的工具性作用表现在：（1）它可以使选民相信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和现有制度安排的公平性，从而大大减少统治的交易费用（Lin, 1998）。因此统治者愿意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并向选民灌输能够增强它们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2）在多层代理－委托框架下，统治者不仅需要选民的服从，还需要官僚的配合（Lin & Nugent, 1994）。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增强官僚集团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对他们的号召力，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以及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统治者的监督费用。

从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来看，它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节约信息的手段。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当面临众多备择方案而无法直接进行成本－收益对比时，求诸于意识形态几乎是必然的选择（Grindle & Thomas, 1991; Bate & Krueger, 1993; Lin, 1989）；另外，当政府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势均力敌时，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因此，意识形态可以在政策的初始制定过程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考虑到制度安排往往具有自我延续的“路径依赖”性质，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真实世界中，意识形态对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影响也随处可见。Piketty(1995)和 Romer (1997)讨论了民众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响。速水和拉坦（Ruttan & Hayami, 1995）强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主要目标由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所支配，一直试图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代替从殖民统治或经济衣服时期继承下来的“资本主义”。对于那些曾经奉行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例如前苏联、经济自由化改革前的中国等国家，意识形态对于他们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有意思的是，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政策过程也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Chai（1998）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辩论的核心政策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他认为那些曾作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所发展出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在获得独立后所采取的经济政策。Dutt & Mitra（2002）一项针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内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府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而发展中国家的左翼政府则倾向于采取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右翼政府的政策选择模式则正好相反。
这种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与文献中非常有限的相关研究的强烈对比，说明了针对意识形态作用实证研究的迫切性。不过，要识别政府行为中哪些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哪些是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是比较困难的。政府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选择，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Bénabou和Tirole（2002，2004）讨论了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对政府政策的主观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文献中尚缺少翔实的研究。 
三、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干预
（一） 文献中的讨论
在有限的有关意识形态的实证研究中，Chai（1998）的研究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他讨论了前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它们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影响。二战后，一大批昔日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Chai（1998）指出绝大部分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均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政府精英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并身体力行。Chai注意到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参与并领导了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统治的斗争，因而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并进一步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视同为资本主义。例如，前塞内加尔总统Senghor（1964）写道：“黑非洲社会无论在智力上、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从而也在经济上—都被欧洲资本主义所占有，就我们而言，则是被法国资本主义所占有”。前印度总统尼赫鲁（Nehru, 1958）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而吞噬整个殖民世界”。Chai进而指出，在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后，精英们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必然导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拥抱前者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作者的研究支持这一看法。例如，Young（1982）指出“非洲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并阐述了两者在后殖民时代意识形态中是如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Bell（1975）则注意到“对许多人而言，反帝国主义就等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Plamenatz（1960）也写道：“社会主义和对帝国的敌视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独立的）早期阶段”。
Chai（1998）宣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将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信奉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反对放任的自由主义，并具有天然的国有化倾向。Chai的结论是，虽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概念，且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将会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干预。由于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历，它们更有机会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和其它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本文中，作者仍然强调意识形态对于政府政策选择的作用，但有两点和Chai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第一，Chai仅仅指出了前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在争取民族独立后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他只是说这种倾向会导致政府干预，但对政府如何进行干预则语焉不详；第二，和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Chai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尽管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一定要接受“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例如，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反而在冷战中充当了反共的桥头堡。
Chai也承认，许多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信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大规模地迫害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这样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而有可能是比较中性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导致同样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干预。第三，Chai的实证方法也存在缺陷，他用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和价格总水平来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但无疑这些指标无法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从而无法判断政府干预经济的真实含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仅仅把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归结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
（二） 意识形态、政府干预及其决定因素
我们认为，从理解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在于政府精英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1）他们是否以实现经济的工业化—重工业化为圭皋，视工业化—重工业化为现代化和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象征，从而将工业化—重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这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认知能力（包括历史经验和现有经济知识存量）；（2）殖民地原有制度安排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独立后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苏联模式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
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无论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都迫切地希望迅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摆脱经济的落后和依附状态。至于什么才算是现代化，殖民统治下作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对比，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很容易得出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简单结论（Kruger,1994）。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机器大工业的重工业化，在经济结构中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先进性，被视为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和标志。
这种快速实现工业化以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心态不仅包括Chai（1998）所说的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
也适用于那些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诸如亚洲“四小龙”、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同样曾作为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这种心态清楚地反映到它们的发展目标中。例如菲律宾在独立后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就是“……相对地和绝对地增加菲律宾人均实际收入，增加总收入中制造业地相对份额而减少总收入中初级产品地专业化生产和对外贸易的相对份额……”（Ruttan & Hayami, 1995）。而韩国人在独立和韩战结束后，更明白地表示了对重化工业的偏好，并在60－70年代大力推行（Cho & Kim, 1995）。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则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新加坡刚刚获得独立时，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使他们希望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生产几乎一切必需品和工业品。
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无论他们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普遍接受现代化即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仅直接起因于简单明了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对比的刺激，而且也深受战后初期各种主流和非主流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影响（Lal, 1985; Oman & Wignaraja, 1991; Kruger, 1994），例如当时流行的“大推进”理论、“双缺口”模型、“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大都认为，资本积累增加和工业化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因而欠发达国家必须仿效。同时，苏联模式在建设国家工业化以及二战刚结束后迅速获得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也给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以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因为前者的实践似乎说明了一个非殖民的昔日落后农业国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斯大林模式在二战后的示范效应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选择，也间接地影响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思潮。这种对工业化过分强调的思潮在战后20年内对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由于在实践中的破产而被逐步放弃。
实际上，这种将现代化和经济实力等同于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不仅适用于那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那些没有殖民历史却在二战后获得国家政权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信奉正统共产主义的由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并且后者出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在迅速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上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例如毛泽东在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时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经过……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一定要争取超过他们……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肖东连等，1999）。
不过，即使是那些相信应该通过政府干预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独立后干预经济的具体方式、执行强度、以及持续时间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里，我们主要考虑一国历史条件和禀赋结构的影响。
首先，殖民者在殖民地所推行的制度安排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意识形态倾向性，从而影响它们选择政府干预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在AJR（2001、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如果殖民者在殖民地实行的是压榨性的制度安排，那么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倾向于抛弃原有制度安排而寻求新的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原殖民地制度安排的压榨性越强，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反西方、反市场的倾向也就越强烈，鉴于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市场的替代品，这些国家也就越容易接受苏联工业化模式，从而导致更强和更广泛的政府干预。而在那些受西方殖民者压榨程度较轻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反市场的色彩也就相对较轻，苏联模式对它们的吸引力也会相对较弱。因此，可以推断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接受工业化—重工业化应优先发展，且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榨性制度之苦程度更深的国家，意识形态反西方、反市场的色彩就越浓，越倾向于模仿苏联模式的经验，因而导致和其它国家相比政府干预程度更高
。
其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还受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的约束。一方面，工业化—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意味着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投入资金、技术和相应的人力、物资资源，并且往往需要较高的初始投资额。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必定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例如人均自然资源拥有水平、储蓄率高低以及国外资产－负债水平和人口规模，等等。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往往背离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其经济效率必然低下，浪费严重且成本高昂。Balassa（1989）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3、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进行比较的话，生产同样资金密集型的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Lin（2003）进一步指出产品生产的成本是由产品生产的技术结构决定，而技术结构体现为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是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特点的政府干预必然造成效率损失和浪费。只有当人口的规模和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居于较高水平时，政府才有可能将将干预政策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
四、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能够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方式和程度的指标。迄今为止，已经有相当多的作者对如何衡量政府干预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衡量出由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变量对（无政府干预下）均衡状态的偏离，另一方面也试图刻画出政府政策各方面的特点和信息。例如Dollar (1992), Saches & Warner (1995)等曾构建贸易政策指标，例如关税率、外汇黑市溢价等，以使它们可以考察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McKinnon（1973）和Shaw（1973）用实际利率来衡量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压抑程度。而Chai（1998）则使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些指标可能的确反映了政策制订者对经济干预的不同效果，但并没有反映出政府政策的意图以及优先目标，从而没有反映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根据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析，迅速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目标。因此，一个合适的衡量政府干预的指标应该既反映政府对机器大工业的偏好，同时也能够进行干预程度大小的比较。因此，借用Lin（2003）的作法，我们以制造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即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扭曲程度。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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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2003）指出，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由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丰裕度（K/L）所内生决定，根据这一相对价格，企业将选择一个最优的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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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成本最小化。但是，当政府为了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的目标，会通过对经济的干预而使资源分配向工业部门倾斜，从而使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度远远高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TCI值会更大。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选择制造业作为计算TCI的参照部门，一是相对其它部门而言，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符合政府推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的政策意图；二是就经验分析而言，制造业部门的跨国数据较为容易获得。另外，为了扩大TCI所涵盖的国家范围，我们对TCI的计算进行了修正，以制造业的人均产出与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之比作为TCI的近似，这样做的原因是一般人均资本密度与人均GDP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且人均GDP的数据远较人均资本存量数据更容易获得。除了TCI外，作为对比，我们还选择了外汇黑市溢价（BMP）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CGS）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反映政府意识形态倾向的变量。Chai（1998）以是否曾经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来表征政府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采取这种作法：一是它无法包括像韩国、台湾这样并非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大国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无法解释并非所有曾经历被殖民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均信奉社会主义这样的事实；二是我们认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更普遍的特征是接受工业化—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观念而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明显仅仅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精英所接受。
我们以是否在1945年后（包括1945年）获得政治独立设置虚拟变量（ID），如果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之所以选取二战结束年份作为设置虚拟变量的标准，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在二战后获得独立，二是苏联工业化模式在二战后才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而形形色色的鼓吹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工业化以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理论也是在二战后才兴盛起来，所有这些都给予发展中国家政府精英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具体指导。
赋值为0的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那些新老殖民主义大国，例如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它们在二战后基本上仍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二是那些虽然有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但其主体居民已经基本上是殖民者的后裔，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发展水平上均与原宗主国并无本质区别，例如一些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三是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主要曾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间一般都在19世纪。

另外，数据并不包括原共产主义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并不完全，另外也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究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是很难区分的。
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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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中，C和ε分别是截距项和误差项。下标1970表示年份。之所以首先选择1970年作为考察年份的主要原因是从理论上来看，意识形态对初始政府干预程度影响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统治者对老一代统治者的替换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成本的上升，意识形态对政府干预的作用可能会下降。另外，绝大部分国家的TCI数据均始自1970年，因此这里首先以1970年为初始考察期。根据理论预期，ID1970的估计系数应该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X是其它控制变量。包括：
反映一个国家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变量。包括log(实际人均GDP)（PGDP）、log(总人口规模)（POP）、初级产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AE）、燃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FE）、矿石和金属原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OME）以及人均可耕地面积（LAND，公顷）。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和人口规模决定了政府干预的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和人均负担大小，因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政府干预程度的物质约束。发展阶段是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的另一个指标，一般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进行快速工业化，但反过来，政府干预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将用工具变量法(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AJR（2001）以及地理决定论（Saches 2001）认为那些环境气候宜人的地区，殖民者更愿意长期居住，而不仅仅是采取短期掠夺的作法，因而此类殖民地国家更容易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根据这一假说，地理位置将决定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并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我们遵循文献中的普遍做法，以一个国家所在的纬度位置（LATITUDE）和地区虚拟变量（REGION）作为该国的地理位置变量。宗教信仰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它同样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信仰而作用于制度安排，从而影响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马克思.韦伯（Weber,  1905/2002）在其著作中指出正是宗教改革影响了人们的信仰体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而Barro & Mccleary（2003）的研究则表明宗教信仰的确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特性并作用于经济绩效。这里将宗教类别分为基督教（Puritanism）、天主教（Catholicism）和其它宗教，并以信仰特定宗教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设置指标，以其它宗教为参照系。
殖民地历史。根据殖民地宗主国归属设置虚拟变量是非常必要的。首先，Chai（1998）以是否曾作为西方国家殖民地作为是否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判断依据，并将殖民地分为英国殖民地、法国殖民地和其它殖民地类型。因此，我们这里有必要将这一变量也置入实证分析以与我们所设置的意识形态变量同时进行检验；其次，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因为路径依赖的原因，其独立后的制度建设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宗主国在殖民时期的统治所实施的政策、方针的影响（La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LLSV, 1998,）。并且不同宗主国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因而对产权、经济自由度的理解和保护程度均存在差异（LLSV, 1998），因此宗主国归属不同，亦有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政策选择和行为。在这里我们结合发展中国家独立前的宗主国归属与宗主国法律体系特征将殖民地类型分为：1.非殖民地国家，即没有被殖民历史或那些在19世纪前即从欧洲国家中分裂出来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荷兰－西班牙；2.英国/美国殖民地国家，这里面包括那些进一步从英国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中分裂出来的国家，例如包括宗主国为英联邦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3.法国/意大利殖民地国家；4.德国殖民地国家，包括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因为日本同属德意志法律体系；5.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6.荷兰/比利时殖民地。这里以非殖民的国家为参照系。
计量模型设定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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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加入了ID与反映原殖民地时期制度安排性质变量I0的交叉乘积项。AJR（2001, 2002）指出，殖民者在原殖民地上的制度安排性质是内生的，它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AJR用1800－1900年间欧洲殖民者每千名驻殖民地士兵的死亡率（对数值）来表征当地的自然环境，死亡率越高，说明自然环境越不适宜欧洲殖民者的大规模移民，从而导致殖民者倾向于在殖民地实行压榨性的制度。而人口密度越高，殖民者越容易为他们的压榨性制度安排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甚或奴隶供应。因此，我们这里进一步用独立时间虚拟变量ID以及1850－1900年间殖民者每千人驻军的死亡率（MORTALITY）或人口密度（POPDEN）的交叉项来反映独立时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根据我们的分析，交叉项的估计系数α2应该是显著为正的。

表1给出了一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则列出了各国的殖民地历史、独立时间。附录则给出了详细的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表1 一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CI
	PGDP
	POP
	PALAND
	AE
	FE
	OME

	观测数
	75
	138
	157
	92
	84
	77
	83

	平均值
	3.131 
	3474.384
	2.11E+07
	0.409 
	10.381 
	13.220 
	10.747 

	标准差
	2.877 
	4305.584
	8.09E+07
	0.501 
	11.862 
	26.707 
	20.041 

	最小值
	0.354 
	296
	18600
	0.001 
	0.020 
	0.000 
	0.000 

	最大值
	15.260 
	38562
	8.18E+08
	3.327 
	50.048 
	99.195 
	99.068 


注释： 1. 这里所有变量均以原始数据值（非对数）进行统计。
             2. 关于各变量的意义和数据来源，参见附录。

表2  各国殖民地类型和独立时间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国家
	独立时间
	殖民地类型

	奥地利
	
	1
	南非
	1910
	2
	毛里求斯
	1968
	2

	比利时
	
	1
	爱尔兰
	1921
	2
	斯威士兰
	1968
	2

	丹麦
	
	1
	埃及
	1922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5
	2

	芬兰
	
	1
	伊拉克
	1932
	2
	津巴布韦
	1980
	2

	法国
	
	1
	约旦
	1946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44
	3

	匈牙利
	
	1
	菲律宾
	1946
	2
	叙利亚
	1946
	3

	冰岛
	
	1
	孟加拉
	1947
	2
	突尼斯
	1956
	3

	意大利
	
	1
	印度
	1947
	2
	喀麦隆
	1960
	3

	日本
	
	1
	巴基斯坦
	1947
	2
	马达加斯加
	1960
	3

	卢森堡
	
	1
	以色列
	1948
	2
	阿尔及利亚
	1962
	3

	荷兰
	
	1
	斯里兰卡
	1948
	2
	韩国
	1945
	4

	挪威
	
	1
	加纳
	1957
	2
	智利
	1810
	5

	葡萄牙
	
	1
	马来西亚
	1957
	2
	哥伦比亚
	1810
	5

	西班牙
	
	1
	尼日利亚
	1960
	2
	委内瑞拉
	1811
	5

	瑞典
	
	1
	科威特
	1961
	2
	哥斯达黎加
	1821
	5

	泰国
	
	1
	牙买加
	1962
	2
	萨尔瓦多
	1821
	5

	英国
	
	1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1962
	2
	洪都拉斯
	1821
	5

	希腊
	
	1
	肯尼亚
	1963
	2
	厄瓜多尔
	1822
	5

	土耳其
	
	1
	马拉维
	1964
	2
	玻利维亚
	1825
	5

	美国
	1776
	2
	马耳他
	1964
	2
	乌拉圭
	1825
	5

	加拿大
	1867
	2
	赞比亚
	1964
	2
	印度尼西亚
	1945
	6

	澳大利亚
	1901
	2
	新加坡
	1965
	2
	
	
	

	新西兰
	1907
	2
	巴巴多斯
	1966
	2
	
	
	


5、 估计结果和说明
（一） 对基本模型设定形式的估计结果
表3的第一列是对方程（1）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结果。因为取1970年的值为初始值，因此将独立时间超过1970年的国家从样本中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津巴布韦）。另外，因为空间限制，截距项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没有在结果中列出来。
从O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其它条件控制住时，1945年后独立的国家政府初始干预程度更高。并且ID的估计系数大小远远超过了其它变量的估计系数，说明和其它因素相比，意识形态对初始期政府干预的影响更大。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实际人均收入（P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政府干预程度较轻，这也符合经验事实。另外，人口规模、反映自然资源丰裕度以及宗教传统的变量均不显著，一国的地理位置（包括纬度和地区变量）也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地理位置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环境对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是不均匀的，原德国（法系）和荷兰/比利时的殖民地国家的初始政府干预水平相对更低，但是否曾经作为其它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对其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正好和Chai（1998）的结论相反，说明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政府干预水平。最后，列1也表明整个方程的拟合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在OLS估计中，实际人均收入是作为外省变量进入方程（1）的，但正如Lin（2003）所指出的那样，TCI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地区变量、法律传统变量作为实际人均收入的工具变量，并重新对方程（1）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列于第二列。由于地区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因此它不再出现在方程中。在第二列结果中，除了清教传统会提高初始期政府干预水平外，其它结果与第一列的估计结果相同。说明在控制住发展水平的内生性后，本文的理论预期仍然得到了验证。
AJR（2001）曾指出，殖民地的自然条件宜人与否（以1850年殖民地每千名士兵的死亡率表征，以下简称为死亡率）决定了殖民者对制度建设的投资，由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性质，殖民时期的制度安排仍然会影响殖民地独立后的制度建设，并影响到人均收入水平。AJR所讲的故事与Chai（1998）的故事正好相反，为了将这种效应考虑进去，我们将AJR所用的死亡率指标也作为PGDP的工具变量，重新对方程（1）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于第三列。加入死亡率的结果是使样本数大大减少，仅剩余29个观测值，但即使如此，ID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PGDP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另外，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德国殖民地虚拟变量和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虚拟变量不再出现在估计结果中。
在前3列中均以1970年的数值为初始期标准，虽然大部分国家的TCI数据始于1970年，但仍有部分独立较早国家的TCI数据可以追溯到1963－1970年之间，对这部分国家而言，我们选取距离其独立时期最近，且可获得TCI数据的时期为初始期，并根据第三列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列于第四列。除了人口规模的估计系数变得显著为正外，其它系数的估计结果和前3列的估计结果大致相同，再一次地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二） 对模型扩展设定形式的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给出了以死亡率为殖民地制度性质表征变量时的OLS估计结果。当加入独立时间虚拟变量和死亡率的交叉项后，独立时间变量ID不再显著，而交叉项则显著为正。从而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其它变量中，只有英国殖民地虚拟变量显著为负，这说明原英国殖民地政府干预程度普遍较低。另外，由于数据不匹配，德意志和荷兰殖民地虚拟变量不再出现。
在第2列中，我们将PGDP视作内生变量，并以地区虚拟变量和法律传统变量作为它的工具变量。由于死亡率出现在回归方程里，因此这里死亡率不再作为PGDP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估计与OLS估计相比，除了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外并没有其它变化。从而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AJR（2001, 2002）使用了两个指标来反映殖民地制度究竟是压榨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一个是对财产的没收风险指数，另一个是对统治者行政权力的约束指数（EXECON），前者说明产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后者说明权力分配的分散性和公平性。两个指数都是越高代表该项制度安排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AJR使用1900年的数据表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初始性质。但目前我们只能获得和使用第二个指标1950年的数字（EXECON1950），作为殖民地时期制度安排性质的表征变量。因此我们用它替代MORTALITY进入与ID相乘的交叉项。由于改变量的含义与MORTALITY正好相反，因此我们预期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应该显著为负。对新的交叉项的OLS估计结果列于表4的第3列。
第3列的结果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但是AJR（2001, 2002）指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性质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或人口密度。因此在第4列中，我们以MORTALITY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重新对交叉项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估计结果列于表4的第4列。可以看出，当将EXECON1950视为内生变量并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时，交叉项显著为负，从而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
不过，当我们使用1850年的人口密度（POPDEN）作为殖民地制度性质的表征变量（结果略去），或用该变量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列于第5列）时，交叉项的显著性都不再存在。这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当人口密度变量作为殖民地制度性质表征变量进入回归时样本大大减少（只有17个样本），样本量的减少导致显著性的消失；另一个原因就是相较而言，死亡率更适合反映出殖民地制度安排的性质。
（三） 对其它政府干预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5给出了以外汇黑市溢价水平（BMP）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例（CGS）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表征变量的估计结果。前者在60－70年代期间变化相当大，为了减轻这种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回归中取的是1960－1970年间的均值。后者取的是1950－1970年间的均值。
表5中的IV1-IV2，IV4-IV5均汇报了以PGDP作为内生变量时的估计结果，在大部分回归中，ID以及ID与MORALITY、EXECON50交叉项均不再显著，但是当把ID*MORALITY作为ID*EXECON50的工具变量时（IV3和IV6），ID*EXECON50则显著地为负，从而支持了我们的假说。 

六、 结论

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无时不显现出它对政府政策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影响，但在主流经济文献中，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关意识形态实证研究的匮乏。我们在文中已经指出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迫程度越深，就越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结果，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会拥有更强的政府干预水平。

如果经济扭曲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的成本就越高，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距就会越大，要求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么更改它的意识形态以迅速调整政策取向，要么在保持原有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更改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缩小国有化程度和范围，等等。当然，统治者也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逐步的调整，并伴随着对政策的相应调整。最后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统治者继续加大对意识形态的投资和控制，以维护统治合法性和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历史会向哪一条路径演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取决于意识形态变化的难易程度、自然资源丰裕度、人口规模等条件，也有可能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政治因素。Lin & Nugent（1994）注意到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必须等到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掌权后才可以发生，Chai（1998）则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独立后足够长的时间里，当没有反抗殖民统治历史经历的领导人上台后意识形态的作用才开始弱化。
经过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即体现了不同制度安排成本—收益的比较、有关社会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丰富，也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并逐渐以新的意识形态指导政府政策。这就涉及到到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改变。Acemoglu等（2004）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能够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在长期内当权者应当明了过去的错误。但是，这需要假定外部社会环境基本上保持稳定。例如，当许多政府开始放弃传统的观念和政策时，改革的策略又会被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所影响，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在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当初所达成的共识，今天受到了普遍的怀疑（Easterly，2001）。因此，认识到意识形态对政策选择的作用，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策决策的本质，也将促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意识形态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3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OLS
	　
	IV

	
	1
	
	2
	3
	4

	ID
	1.440**
	　
	1.058**
	1.954**
	1.269*

	
	0.695
	
	0.57
	0.788
	0.636

	PGDP
	-1.265*
	
	-1.706*
	-1.552
	-1.234

	
	0.634
	
	0.713
	1.173
	1.033

	POP
	0.082
	
	0.209
	0.332*
	0.342**

	
	0.212
	
	0.173
	0.186
	0.141

	LAND
	-0.072
	
	0.407
	0.417
	0.502

	
	0.226
	
	0.315
	0.486
	0.676

	AE
	-0.012
	
	-0.007
	0.034
	-0.005

	
	0.016
	
	0.016
	0.025
	0.026

	FE
	0.016**
	
	0.016
	0.017
	0.005

	
	0.008
	
	0.011
	0.02
	0.016

	OME
	-0.004
	
	0.003
	0.004
	0.004

	
	0.012
	
	0.011
	0.007
	0.007

	RELIGIONP
	0.01
	
	0.018*
	0.058
	0.04

	
	0.008
	
	0.01
	0.036
	0.03

	RELIGIONC
	0.012
	
	0.007
	0.033
	0.007

	
	0.008
	
	0.007
	0.029
	0.016

	B-COLONY
	-0.847
	
	-0.657
	-1.368
	-2.093**

	
	0.65
	
	0.51
	2.447
	1.109

	F-COLONY
	-0.369
	
	-0.533
	0.316
	-0.007

	
	1.276
	
	1.232
	2.466
	2.353

	G-COLONY
	-2.818**
	
	-1.616*
	
	

	
	1.517
	
	0.875
	
	

	S-COLONY
	1.142
	
	0.339
	
	

	
	0.758
	
	0.776
	
	

	NB-COLONY
	-3.256**
	
	-3.966***
	-4.196**
	-4.259**

	
	1.301
	
	1.255
	2.726
	1.982

	LATITUDE
	3.211
	
	-0.283
	1.104
	-1.044

	
	3.331
	
	1.705
	1.916
	2.322

	　
	　
	　
	　
	　
	　

	观测数
	56
	
	56
	29
	31

	经调整的R2
	0.68
	
	0.59
	0.61
	0.63

	Prob>F
	0
	　
	0
	0
	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表4 扩展模型回归结果

	
	OLS
	IV
	
	OLS
	IV
	
	IV

	
	1
	2
	
	3
	4
	
	5

	ID
	-3.322
	-3.358
	
	-0.230
	  5.558***
	
	2.450

	
	2.581
	3.776
	
	1.140
	0.410
	
	2.686

	ID*MORTALITY
	1.249**
	1.273*
	
	
	
	
	

	
	0.571
	0.833
	
	
	
	
	

	ID*EXECON1950 a
	
	
	
	0.045
	-0.625***
	
	

	
	
	
	
	0.158
	0.184
	
	

	ID*POPDEN
	
	
	
	
	
	
	-0.544

	
	
	
	
	
	
	
	1.072

	PGDP
	-0.060
	0.130
	
	-0.872
	-0.831
	
	-1.478*

	
	1.062
	1.176
	
	0.336
	0.486
	
	0.703

	RELIGIONP
	0.001
	-0.008
	
	0.003
	0.000
	
	0.027

	
	0.033
	0.037
	
	0.005
	0.037
	
	0.036

	RELIGIONC
	0.017
	0.018
	
	0.002
	0.028*
	
	0.003

	
	0.019
	0.019
	
	0.009
	0.012
	
	0.023

	POP
	0.293
	0.299*
	
	0.198**
	0.107
	
	0.410

	
	0.140
	0.154
	
	0.085
	0.217
	
	0.311

	PALAND
	0.049
	-0.048
	
	-0.025
	0.082
	
	0.489

	
	0.547
	0.638
	
	0.197
	0.324
	
	0.445

	AE
	0.033
	0.033
	
	0.006
	-0.030
	
	-0.003

	
	0.026
	0.029
	
	0.018
	0.029
	
	0.033

	FE
	-0.005
	-0.008
	
	-0.005
	-0.008
	
	0.004

	
	0.013
	0.015
	
	0.007
	0.010
	
	0.010

	OME
	0.008
	0.009
	
	0.005
	0.001
	
	-0.001

	
	0.010
	0.011
	
	0.006
	0.004
	
	0.007

	B－COLONY
	-2.374**
	-2.360**
	
	0.086
	0.000
	
	2.602*

	
	1.074
	1.113
	
	0.581
	0.000
	
	1.366

	F-COLONY
	-0.404
	-0.302
	
	-0.335
	-0.503
	
	2.761

	
	1.261
	1.408
	
	0.561
	1.685
	
	1.957

	S-COLONY
	
	
	
	0.996
	1.019
	
	5.392

	
	
	
	
	0.748
	1.391
	
	3.104

	LATITUDE
	-1.395
	-1.687
	
	-0.956
	-0.434
	
	1.766

	
	2.809
	3.260
	
	2.182
	1.045
	
	2.574

	
	
	
	
	
	
	
	

	观测数
	29
	29
	
	17
	17
	
	22

	经调整的R2
	0.73
	0.73
	
	0.97
	0.97
	
	0.74

	Prob>F
	0.00
	0.00
	
	0.00
	0.00
	
	0.0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a, 在工具变量估计中工具变量为ID*LOGMORTAILITY。

表5 对其它政府干预变量（BMP，CGS）的回归结果

	
	BMP
	CGS

	
	IV1
	IV2
	IV3
	IV4
	IV5
	IV6

	ID
	-19.095
	233.029
	79.316***
	9.569**
	19.992***
	23.431*

	
	46.789
	393.783
	11.966
	4.444
	9.828
	10.723

	ID*MORTALITY
	-7.962
	
	
	-1.851
	
	

	
	9.574
	
	
	1.069
	
	

	ID*EXECON1950
	
	35.808
	-19.432***
	
	-2.473*
	-6.105*

	
	
	54.323
	4.069
	
	1.307
	2.955

	PGDP
	-43.193***
	15.610
	4.225
	1.662
	3.787
	0.249

	
	9.601
	83.631
	4.318
	1.719
	2.746
	4.184

	RELIGIONP
	0.579
	-0.427
	-2.044
	0.034
	-0.073
	-0.196

	
	0.452
	1.199
	0.320**
	0.062
	0.045
	0.363

	RELIGIONC
	-1.238
	-1.124
	-0.826
	-0.097
	-0.045
	-0.365

	
	0.516
	1.272
	0.493
	0.057
	0.029
	0.296

	POP
	3.286
	43.378
	1.937
	1.226
	-0.111
	1.802

	
	3.733
	39.665
	1.497
	0.775
	0.929
	2.470

	PALAND
	9.029
	24.356
	-8.912
	0.754
	-0.360
	3.921

	
	5.740
	40.730
	6.301
	0.701
	1.095
	3.079

	AE
	-0.135
	5.706
	-0.608*
	-0.071
	-0.113
	-0.300

	
	0.362
	4.880
	0.257
	0.041
	0.055
	0.188

	FE
	0.375**
	4.458
	-0.316**
	-0.060
	-0.083*
	-0.092

	
	0.174
	3.861
	0.081
	0.037
	0.043
	0.086

	OME
	0.053
	1.861
	0.037
	-0.011
	-0.008
	-0.047

	
	0.244
	1.650
	0.064
	0.038
	0.039
	0.060

	B－COLONY
	9.688
	-390.024
	13.055
	-1.977
	1.598
	-23.480

	
	19.461
	319.813
	28.377
	2.376
	3.371
	18.101

	F-COLONY
	
	2044.370
	-1440.754
	
	-182.86**
	-466.428*

	
	
	3743.083
	318.974
	
	94.301
	227.737

	S-COLONY
	65.237
	-4.950
	0.000
	10.514***
	6.159
	

	
	29.973
	92.756
	0.000
	3.860
	3.510
	

	
	
	
	
	
	
	

	观测数
	29
	41
	18
	32
	44
	18

	经调整的R2
	0.5
	0.39
	0.98
	0.59
	0.47
	0.59

	Prob>F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注释：1.估计系数下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标准差；

      2.***、**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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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变量意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意义
	数据来源

	ID
	独立时间虚拟变量，1945年后（包含1945年）
独立则赋值为1，否则为0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TCI
	技术选择指数，

＝制造业人均收入/整个经济的人均收入
	Lin (2003)

	BMP
	外汇黑市溢价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CGS
	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
	Summers and Heston (1991) 

	PGDP
	log(实际人均GDP)（美元）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2002）

	POP
	log(人口数)（人）
	WDI (2002)

	AE
	初级产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FE
	燃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OME
	矿石和金属原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
	WDI (2002)

	LAND
	Log（人均可耕地面积）（公顷）
	WDI (2002)

	LATITUDE
	国家的纬度位置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REGION
	全球地区虚拟变量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con.worldbank.org/resource.php?type=18

	B-COLONY
	英国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F-COLONY
	法国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G-COLONY
	德意志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S-COLONY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NB-COLONY
	荷兰/比利时殖民地虚拟变量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MORTALIITY
	log(1850-1900每千名驻军死亡率)
	AJR (2001)

	RELIGIONP
	清教徒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LLSV（1998）

	RELIGIONC
	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LLSV（1998）


(章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刘明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章奇，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5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00732。电话：010－62511191；Email：� HYPERLINK "mailto:zhqvictor@yahoo.com.cn" ��zhqvictor@yahoo.com.cn�。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和姚洋教授所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文中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 Lin & Nugent（1994）也指出，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在欠发达国家制度改革的设计中表现得尤为严重。其缺陷不仅在于不知如何发现有利的制度，也在于不知如何去建立它们。


� 他们指出，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依赖的选民基础不同，导致政策倾向不同。因此严格说来，他们的研究更应看作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政党在政策选择上的倾向，而不能直接表明意识形态的作用。


� 这些国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扩充，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博茨瓦纳，等等。


� Hoffmann（1958）指出，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使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比重就越高。


�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一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而印度在其“二五”计划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必须竭尽全力地尽快发展重工业”。


� 尽管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广泛地采取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但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 (2002)认为这并非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们在一个内生增长的模型中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依靠模仿来推动技术进步，因此采取投资极大化的发展策略是适应当时发展的需要。不过，被保护（干预）的产业会形成利益集团，迫使干预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当一国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的时候，就不能转变为以鼓励创新为基础的发展策略，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这里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的干预政策是否以投资极大化为目标，单纯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政策是否又真地适应了低技术水平的发展阶段。Acemoglu等并没有能够为此提供实证证据。


� 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资源动员的负担程度，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无法维持大规模的资源动员水平。


� 它们的发展史颇为独特，许多拉美国家一度曾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星—例如阿根廷和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却几乎陷于停滞。


� 更准确的做法是使用ID和独立时的殖民地制度安排变量的交叉项，但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数据。根据AJR（2001，2003）的研究，这些制度安排和1850－1900年间殖民者每千人驻军的死亡率以及人口密度是紧密联系的，因此这里我们使用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指标来表征殖民者在殖民地制度安排性质。


�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PGDP从方程（1）中去掉后进行回归，但这并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 MORTALITY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作为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ID*MORTALITY就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作为ID* EXECON1950的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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